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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会说话

  在传统文化中，鸳鸯被
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被
视作吉祥的鸟类。作为一个
文化符号，鸳鸯从古代就为
人们喜爱，走进许多的文艺
作品中，也成为玉器制作的
常用题材。
  作为中国传统婚俗文化
的重要符号，“鸳鸯戏荷”以
成双水禽与荷塘构成画面主
体，其中，鸳鸯代表爱情关
系，而荷花“荷”的谐音暗含
家庭和谐之意。组合图案整
体传达夫妻恩爱、家庭美满
的双重祝福。
  在诸城市博物馆，宋代
鸳鸯戏荷是一个文房摆件。
一对鸳鸯身体连接在一起，
分别抬首张望，一只鸳鸯回
头望向另一只。
  馆内还有一件明代玉
鸳鸯戏荷，一只鸳鸯口衔荷
花，向另一只游去，双方聚
拢在一起。身体上的波浪和
荷叶表述了池塘里的环境，
仿佛身边就是荷花荡，清波
粼粼。
  两件一起看，就有意思
了，讲述着一个爱的故事：
雄鸳鸯不知什么原因，惹得
雌鸳鸯生气了。雌鸳鸯不想
搭理它，转过身去，但还是
忍不住回首看一眼。雄鸳鸯
采了一朵荷花，送过去，去哄哄伴侣。雌鸳鸯释然了，重
归于好。从宋代到明代，这爱的转身，竟然穿越了三个
朝代。
  据研究，雄性鸳鸯色彩鲜艳，雌性鸳鸯则相对“朴
素”。雌鸳鸯完成交配后会专心孵蛋，等待小鸳鸯出生。雄
鸳鸯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褪去鲜艳的羽毛，等到新的羽
毛长出来后，它们会重新寻找一只雌鸳鸯，开启一段新的
感情生活。这样看来，鸳鸯并非白头偕老，但起码在一段
感情中还是专一的。
  苏州博物馆收藏有白玉鸳荷摆件，采用线刻、浮雕和
透雕相结合的手法，粗犷豪放，又不失细致典雅。鸳鸯造
型兼具写实气质和浪漫色彩。鸳鸯右目前视，杆叶、花分
别卷垂于两边，下身卷边荷叶浮托鸳鸯，使鸳鸯隐现于荷
叶之上，成“鸳鸯戏荷”。造型取之于生活，灵巧生动，富于
想象。
  西泠印社拍卖会上的一件清代白玉雕鸳鸯衔莲把
件，玉质莹白，立体圆雕一对鸳鸯两相依偎于莲花池中。
鸳鸯繁复的翅膀羽毛、身体的绒毛以及荷花瓣和荷叶的
纹理均以阴刻线细细雕刻而成。整器线条流畅，造型生
动，表现了一对鸳鸯相互嬉戏、悠然自得的神态，寓意夫
妻和睦，相亲相爱。此件可作为镇纸，亦可作为笔架，是一
件颇有意趣的文房小件。
  “鸳鸯戏荷”玉质作品里，也有很多文房里面的玉质
香炉盖。
  元鸳鸯荷花玉炉盖，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一鸳
鸯栖于覆荷叶背，左右分别饰荷叶与荷花，覆荷叶为底
座。鸳鸯昂首有羽冠，两翅贴于后体，尖尾。该器物属香
炉的组件，通常与玉瓶、玉盒共同陈设于书房案头，三
者组合使用可完成焚香、贮香、纳灰等完整的香事
流程。
  “鸳鸯戏荷”是中国传统寓意图案中的重要题材，该
图案还广泛见于花鸟画、织绣品及工艺品中。
  它在齐白石创作的《荷花鸳鸯图》里：荷叶下的一对
鸳鸯，展现了静谧安详的意境。它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
彩加蓝刻花鸳鸯纹枕上，一眼望去，都是温暖和柔情。它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鸳鸯莲瓣纹金碗之上。鸳鸯
莲瓣纹金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富丽堂皇，金碗外
底有一只飞翔于花丛之中的鸳鸯。它在山西博物院收藏
的鸳鸯石榴纹金盒上，在盒子表面装点着喜事的氛围。它
在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镂空鸳鸯戏水金香囊上，让
浪漫的祝福语随身而行。
  “鸳鸯戏荷”，还在陶瓷的瓶罐上面。浙江省博物馆的
五代越窑青瓷鸳鸯纹盖罐、江西省博物馆的元吉州窑褐
彩开光莲池鸳鸯纹长颈瓶、故宫博物院的明代万历款青
花鸳鸯卧莲纹瓶，都围绕着鸳鸯和荷叶的题材，变化着组
合的样式，赋予作品不同的情感色彩。
  文物中的鸳鸯还经常与其它意象同时出现，寓意吉
祥。如：鸳鸯与桂花、莲子同时出现，结合在一起就是“鸳
鸯贵子”和“鸳鸯连子”，寓意夫妻白头偕老、子孙满堂的
美满家庭。故宫博物院的明周之冕梅茶鸳鸯图轴，鸳鸯之
外，还有梅树、山茶花，寓意富贵高洁。山西博物院的唐代
鸳鸯石榴纹金盒，上面的鸳鸯石榴纹饰，寓意着夫妻和
谐、多子多福。江西省博物馆的南宋镂空鸳鸯戏水金香
囊，鸳鸯戏水，荷叶田田，鱼游池塘，除了夫妻和美，又多
了年年有余的吉祥祝福。
  唐代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有一句：得成比
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
眷属。

  临朐手绘年画的起源，应该追溯到
当地古代兴盛的草编、布艺、刺绣、石刻
壁画、木版烙画等民间艺术，多用于民
间装饰家具、粉饰墙壁、美化墓穴，以及
绘“财神”“喜神”“门神”“灶爷”等。后
来，人们逐渐演变为用笔、颜料及纸张
绘成画作。因其主要用手与笔绘作，画
品又被民间常用于过大年张贴门庭墙
壁，增添年庆气氛，故人们习称为临朐
手绘年画。临朐手绘年画艺术经历了漫
长的传承与嬗变历程。境内考古发现的
北齐古墓壁画、唐代浮雕、东镇碑画、石
佛造像，验证着临朐古老的手绘画作的
传承历程。明清时期，近百名绘画名士
及他们的画作，展示了民间手绘画作的
后继盛况。
  最初，临朐民间绘画艺人以手摹

绘“财神”“喜神”“门神”等画作，用以
装饰门户、庭室。在当地剪纸、草编、刺
绣、布艺等民间艺术熏陶下，不断吸收
杨家埠木版年画、高密扑灰年画及天
津、上海等地的民间绘画要素，逐渐形
成了富有创意、构图完整、用色热烈、
主题鲜明的艺术画风。在画面上，具有
传统图案之美感，又展现了不同时代
人民生活的审美情趣。在色彩方面，以
红、黄、粉等暖色为主调，又大胆融入
胭脂等多种颜料，使画面更显绚丽、热
烈。在画风方面，既有现实主义的根
基，又引入浪漫主义的格调，使画面创
意入时，构图饱满，情感真切，以形写
神，给人以欢欣喜悦、奋发向上、回味
无穷之感觉。
  临朐手绘年画在不同历史时期文

化背景下，出现过不同的形式与内容。
旧时，多以神仙及花鸟为主。上世纪50
年代，多绘制“年年有余”“六畜兴旺”等
反映丰衣足食、向往富裕的画作。上世
纪80年代始，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新时
代、新农村、新生活、新风貌的年画作
品。身处基层的广大农民作者，运用手
中之笔，独立构思，交流技艺，取材民
间，反映生活，探求广大基层民众之“心
声”，寻找浓缩社会生活之“窗口”。他们
多角度、多题材、多形式地反映时代变
革与民情新貌，努力展现新农村的新气
象、新面貌，尽情抒发劳动大众对新生
活的追求和赞美，赋予了手绘年画时代
内涵，展现出独有的民间绘画魅力。
  （据《潍坊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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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手绘年画

临朐手绘年画（资料图片）。

非遗是生活

王曾与“青州三贤”关系考
◎王岩 文/图

  北宋名臣富弼、范仲淹与欧阳修，
先后于庆历七年（1047年）、皇祐三年

（1051年）、熙宁元年（1068年）出知青州。
三人皆以清廉爱民、善政济物深得民
心，被青州百姓尊为“三贤”。其德政懿
行经由三贤祠等载体传颂至今，成为青
州重要的文化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
三位历史名人，与青州本土孕育的一代
贤相王曾，均存在深刻的渊源。

 王王曾曾与与范范仲仲淹淹：：

贤贤臣臣知知遇遇  道道义义相相砥砥

  王曾（978年-1038年）比范仲淹（989
年-1052年）年长11岁。范仲淹一生仰慕
王曾，未显达时曾数次上书王曾，得其
赏识举荐，终步入中央权力核心。而后
他们以公心立朝纲，以道义共匡社稷，
其交往超越了寻常的知遇之恩，成为士
大夫精神的一种高格映照。
◇赏识提携，知遇之阶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王曾任参
知政事；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罢为
礼部侍郎；二年（1018年），出知应天府

（今河南商丘），后调知天雄军（今河北
大名）。其时，范仲淹在亳州任集庆军节
度推官。不甘沉沦下僚的他，给王曾上
书《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启》。范仲淹盛赞
王曾政德，表达崇敬之情；亦自陈境遇，
说自己远离贤者，才疏学浅，幸逢盛世，
盼望得以征召。文末恳切表达投效门
下、期获提携的心迹。通过此信，王曾开
始关注范仲淹。
  天圣三年（1025年），王曾晋升昭
文相。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丁母
忧，守丧期间“不因一心之戚而忘天下
之忧”，不顾礼制“越职言事”，冒哀写
成洋洋万言《上执政书》呈于王曾，提
出“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宏
论。王曾“见而伟之”，对范仲淹的万
言书极为赞赏。翌年，在王曾授意下，
时任枢密副使的晏殊举荐范仲淹为秘
阁校理。
  王曾此举，直接改变了范仲淹的仕
途，使其得以进入中央权力核心，彰显
了王曾作为执政大臣发掘、擢拔关键改
革人才的卓绝眼光与决断力，实为北宋
中期改革思潮涌动之先声。
◇不树私恩，风骨标杆
  王曾举贤任能，唯才是举，尤以“不
树私恩”为执政圭臬。此理念非仅避嫌
之术，实为北宋士大夫调和皇权与相
权、消弭党争之祸的深层政治智慧。
  北宋学者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记
载：“王曾仆射有台宰之量，每进擢时
材，不欲人归恩在己……范仲淹被遇极
深，尝赞之曰：久当朝柄，未尝树私恩，
此人之所难也。公曰：恩若自树，怨使谁
当？识者以为明理之言。”
  王曾“恩若自树，怨使谁当”的名
言，如洪钟大吕，不仅令范仲淹心折，更
将王曾公忠体国的执政哲思，深深熔铸
进其精神血脉，为其日后秉持公心、力
推新政的“先忧后乐”精神奠定了基石。
王曾以自身为范，为范仲淹乃至北宋一
代清流树起了风骨标杆。
◇隐性同盟，道义相砥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
刘太后意欲专权。王曾深谋远虑，严限
权力边界，为仁宗亲政预留法理空间。
他屡抑后党、阻外戚，终触怒太后，天圣
七年（1029年）被贬青州。
  王曾罢相仅数月，刘太后执意要
在冬至日登天安殿接受皇上率群臣朝
拜，时任宰相吕夷简对此保持沉默，这
引起了范仲淹的极大不满，上奏欲抑
制太后专权，维护君权正统。太后生气
未回复。晏殊闻之大惧，召仲淹，质问
范仲淹太狂率以致自己可能受连累，
但范仲淹刚正倔强的脾气始终不改，
又上疏请太后还政于仁宗，太后恼怒
更不搭理，不久范仲淹被贬出京，通判

河中府，徙陈州。
  景祐二年（1035年）二月，王曾再次
入朝，担任集贤相（亚相），三月，范仲淹
就被调入中央，担任礼部员外郎、天章
阁待制。王、范二人对昭文相（首相）吕
夷简的专权均持反对立场。景祐三年

（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揭露吕夷
简任人唯私、“坏陛下家法”，终被吕斥
为“朋党”贬黜，引发“景祐党争”。时王
曾“意甚不平”，虽无力阻止，仍私下宽
慰范仲淹。
  二人立场契合，但风格迥异：王曾
沉稳持重，主张“两相之争必乱国本”，
力求体制内制衡，避免矛盾升级；范仲
淹刚直激越，以道德理想主义对抗权
术，不惜引发党争以求革新。
  范仲淹的激烈弹劾，虽非王曾指
使，却因二人立场相近，客观上加剧了
吕、王两派的对立，使时人易生联想。景

祐四年（1037年），王曾与吕夷简“交论
帝前”，仁宗厌弃倾轧，将王曾、吕夷简
及两派核心同时罢免。表面是两相不
和，实则是党争失控后皇帝对中枢的清
洗。王曾此次罢相成为范仲淹抗争的间
接政治余震。
  纵观王曾与范仲淹，其关系堪称北
宋士大夫典范。二人行事虽异，但在根
本立场上高度契合，形成超越私恩、道
义相砥的“隐性同盟”。他们的交往，是
北宋中期一股清正力量的体现。

 王王曾曾与与富富弼弼：：

正正色色立立朝朝  薪薪火火相相传传

  王曾比富弼（1004年-1083年）年长
26岁。根据史料记载与学术研究，王曾
与富弼的关联远超普通同僚。
◇范公赏识，双相争婿
  范仲淹曾将富弼推荐给王曾。据范
仲淹之子范纯仁所撰《富公行状》记载，
范仲淹对富弼颇为赏识，亲自怀揣富公
文章去拜见王曾，此举显然是希望王曾
能够举荐和任用富弼。又据记载，晏殊
也非常赏识富弼才华，更直接询问富弼
是否婚配，意图招婿。原来，晏殊有一女
待嫁，得知富弼未婚后，立即通过范仲
淹促成婚事。而王曾本计划将侄女许配
给富弼，但因晏殊行动更快王曾未能如
愿而叹息良久。此事在民间笔记中进一
步演绎为“双相争婿”的佳话。
  景祐四年，王曾知郓州，视察政务
时预言富弼将来能当宰相。当富弼谦虚
说不敢当的时候，王曾告诉他晋升宰相
容易，但功成身退很难。富弼晚年十余

次请辞方获准，临终犹念“得全晚节”，
可谓对师训的极致践行。
◇行状背后，政治宣言
  宝元二年（1039年），王曾殁后一
年，富弼为之撰《王文正公曾行状》（以
下简称《行状》），全文超越个人悼念，
堪称一篇以史立论的清流政治宣言。
《行状》以王曾生平为轴，聚焦其“守
正”风骨：抗君权，谏阻真宗封禅劳民，
拒与佞臣王钦若同流；制后权，设计
“两宫分礼”阻刘太后称帝，以“吕武之
祸”警醒外戚；诛奸佞，严斥丁谓党羽
“议功不及”，捍卫朝纲纯净。其“守大
义不拘小节”的智慧，为士大夫立下行
动圭臬。
  王曾和富弼从未结党，却共守“正
色立朝，临难不苟”的士大夫风骨。

 王王曾曾与与欧欧阳阳修修：：

贤贤相相风风采采  跨跨代代呼呼应应

  王曾比欧阳修（1007年-1072年）年
长29岁。二人作为北宋政坛与文坛的关
键人物，并无直接共事的记载，关系也
不似门生故吏般密切。然而，他们之间
却存在着一种跨越代际的精神共鸣，深
刻反映了北宋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伦理、
精神风骨与文学传承上的内在联系与
张力。
◇隐性支持，潜在共鸣
  景祐三年，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
夷简“任人唯私”遭贬饶州。当时朝中
谏官多保持沉默，右司谏高若讷非但
不谏阻，反在私下诋毁范仲淹“罪当贬
黜”。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听闻高
若讷的言行后，愤然写下《与高司谏
书》，震动朝野。信中他痛斥高若讷身
为谏官却“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
为保官职而迎合权相、落井下石。最
终，欧阳修被贬夷陵。当时权相吕夷简
主导朝局，王曾对此事“意甚不平”，他
私下“令亲识宽谕贬者”。这举动表明
他对革新派理念的隐性认同，与欧阳
修等人存在潜在的政治共鸣，并间接
提供了精神支持。
◇公心举才，不避众怨
  王曾在用人方面堪称典范。他秉持
“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的原则，从
不利用选拔人才的权力培植私党、笼络
人心，展现出光明磊落的风范。对此，欧
阳修在《归田录》中给予了开创性的高
度评价，记载道：“王文正公（曾）为人方
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
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

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
言。”
  欧阳修本人正是这一精神的忠实
继承者和实践者。
  治平元年（1064年），欧阳修任参
知政事，时值英宗患病未亲政，太后垂
帘听政，他与几位重臣主持朝政。当英
宗称赞他“性直不避众怨”时，欧阳修
当即以王曾的名言“恩欲归己，怨使谁
当”回应。这生动彰显了他对王曾的敬
仰与两人一脉相承的政治操守——— 为
政者当以国事为重，不避怨谤，不图
私恩。
  这种“担责不谋私恩”的精神，还深
刻体现在欧阳修作为“千古伯乐”的荐
举实践中。他不计政见不合，向朝廷推
荐王安石，盛赞其“学问文章，知名当
世”。面对政敌司马光，他同样嘉其“德
性淳正，学术通明”，向朝廷力荐司马
光。对于政敌吕夷简之子吕公著，他不
咎既往，称其“器识深远，富贵不染其
心”，并向朝廷举荐。此外，曾巩、苏洵、
苏轼、苏辙等一大批著名文人、门生故
吏更是得其关键提携。
  欧阳修如此广泛而公正的荐举活
动，正是对“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原则
最有力的践行。他与王曾二人跨代呼
应，共同塑造了北宋中期以公心举才、
为国储贤的政治生态，他们的风采与担
当精神，堪称后世楷模。
  欧阳修对王曾的才气亦十分推
崇。据《宋史·许将传》记载，许将高中
状元后，欧阳修读其赋，评价道：“君辞
气似沂公，未可量也。”这一评价，侧面
反映出他对王曾文风的欣赏。欧阳修
在《归田录》中更生动记录了王曾的文
采在当时影响之大。他详录王曾科举
夺魁之作的警句，强调其文风精妙与
传播之广。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将王
曾推举为文学典范，进一步巩固了其
文化影响力，体现了对前辈文治成就
的由衷尊崇。
  元代于钦在《齐乘》中对王曾、范仲
淹、富弼、欧阳修四位与青州渊源深厚
的北宋名臣有精辟的比喻：青州一城，
聚四公之遗风。沂公如松，根基深固；
范、富如干，挺拔承天；欧阳如叶，荫蔽
后世。
  四公之交看似聚散无常，实则以
青州为枢，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士
大夫精神对话。他们共构的清廉勤政、
德政化民之道，化作青州这座千年古
城最深沉的文化基因，提醒世人：真正
的历史丰碑，从不在金石之上，而在民
心之中。

王曾石像。

诸城市博物馆的宋代鸳鸯戏荷（资料图片）。

诸城市博物馆的明代玉鸳鸯戏荷（资料图片）。


